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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犬驯化及饲养动机初探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of dog domestication and the motive of raising the dog

袁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家犬最早可能是作为宠物被饲养的，而后成为古人狩猎的助手，同时

在战争、看家护院、随葬和祭祀中发挥过特殊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家犬作为宠

物的作用是始终存在的。但是，除了特定的时期和地区之外，家犬基本上并非是

古代人类依赖的肉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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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 dog might be raised as a pet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n
became the hunting assistant of human. It also played some special role in warfare,
guarding and sacrifice. On the whole, the role of domestic dog as a pet always exists.
However, it was basically not the main meat resource relied by ancient people except
in certain regions during a particular ti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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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家犬是古代人类对灰狼驯化而来的1。家犬的

基因证据同样揭示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家犬都来自对于灰狼的驯化2。国外学者

在讨论驯化家犬的动机时，将其归纳为肉食、伙伴、帮助人狩猎、看家护院、作

为其它家养动物的保护犬及作为随葬动物等，没有强调单一的原因3。因为现在

尚无任何文字资料可以证明当时驯化各种动物的原因，我们对于古代驯化和饲养

动物的动机只能依据这些家养动物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及出土时的考古现象进

行推测。这里首先围绕古人所谓的“六畜”进行探讨，然后再聚焦家犬进行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除家犬和家猪之外，其它几种家养动物似乎都不是中国本土起源

的，这里主要从整个人类对这几种家养动物的利用这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六畜的作用

古人饲养家犬主要是为了食用、狩猎、守卫或警卫、宠物，在一些特定的场

合，家犬曾被用来作为随葬或与祭祀等仪式性活动相关的用品4。

家猪一直是中国人最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在精神领域里也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在历史时期，家猪的饲养技术还扩散到整个东亚地区。

家养绵羊和山羊可以给人类提供肉食及奶制品，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也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羊毛还可以为人类的衣着提供原材料，提高人类抵御风寒的能力。

家牛除了使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来源多样化，在精神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之

外，其最大的用途是在历史时期广泛应用的用牛犁地及拉车。

家马在提供肉食资源及精神领域中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更主要的作用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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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提高了人类的运输能力，尤其是作为战马，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用途。

鉴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鸡骨始终不多，养鸡仅仅是为了食肉的解释似乎不够

全面。鸡能生蛋，获取鸡蛋也许是养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古代文献中，记载

养鸡与打鸣相关，这可能也是当时养鸡的原因之一5。

纵观上述六种主要家养动物的作用，我们认为除了食用和作为宠物之外，其

他多种利用动物、驱使动物发挥特殊功能的现象并非是古人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

养动物过程中可以立即实施的，即不是古人驯化家养动物的初衷。比如使用完整

的动物进行祭祀和随葬，应该在古人获取肉食的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在肉食

来源得到较好保障的基础上，才会得以实施。很难设想在把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

动物之初，古人会放弃辛辛苦苦饲养长大的动物作为肉食，将它埋到土里去。其

他诸如狩猎、剪羊毛、犁地、拉车和骑乘等等行为的出现，必须在古人饲养家养

动物的过程中，充分熟悉了各种家养动物的性情、特征和能力之后，才能逐步去

尝试着对这些动物的作用进行开发和利用，尤其是剪羊毛、犁地、拉车和骑乘等

行为还必须结合人工制作的用具才能达到目的，而人工制作的用具的形状设计、

制作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见这个开发和利用的过程首先需要古人能够完全

控制这些家养动物，有意识地繁殖这些家养动物并保证取得成功，才能够真正实

现对这些动物的多种独特作用进行开发和利用。这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发展过

程。

我们依据古人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特点，把他们归纳为完全通过渔猎活动获

取肉食资源的依赖型，以渔猎活动为主、饲养活动为辅的初级开发型，以饲养活

动为主的开发型这样三类。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多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均属

于依赖型。自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末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黄河流域地区获取肉食

资源的方式由初级开发型向开发型的发展过程表现得十分明显。长江流域地区除

小部分区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由初级开发型发展到以开发型为主之外，大部分

区域一直保持着以初级开发型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传统。岭南及周边地区到新

石器时代末期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仍为依赖型和初级开发型并存。这些特征与中

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发展过程及当时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面貌密切

相关。

通过综合考虑当时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动物遗存的研究结果和野生动物资

源的状况等因素，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的人类总是尽可能地依赖居住地周

围的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动物资源，通过狩猎或捕捞野生动物来保证肉食资源的

供应，而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此基础上，我

们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发展过程归纳为“被动发展论”。

即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类获取肉食资源的各种方式是建立

在对肉食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和遗址周围野生动物资源状况是否能够满足需求的

基础之上6。

从这点看来，把多种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的最初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稳定

地获取肉食资源。但是，除猪、牛、羊和马等家养动物之外，我们没有在新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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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早期的考古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家犬遗存，也没有在众多有年代早晚顺序

的考古遗址中，发现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家犬遗存出现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可见

人类始终没有将家犬作为肉食的主要来源进行饲养，这可能与 1只家犬所能提供

的肉量一般仅有 10公斤左右有关7，古人可能认为与其依靠长时间地饲养家犬获

取少量的肉食，不如进行短时间的狩猎活动可以获得更多的肉量。国外学者认为，

基于狗是最早的家畜及其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多种角色，故而地位独特；其他家

养动物或是被养于牧场以放牧的方式进行饲养或是被近距离地保持在房前屋后，

家养动物在管理方式、屠宰模式以及肉食分配上存在不同8。自猪、牛和羊等家

养动物被成功驯化之后，通过饲养这些家养动物稳定地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得以

最终确立，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家养动物中并不包括家犬。我们依据动物考古学研

究的结果推测，古人最初饲养家犬的动机并非是为了食肉。

二、驯化和饲养家犬的动机

具体围绕家犬进行探讨，我们认为狼之所以能够最早被驯化为家犬。首先与

它的生态特征、行为方式相关。

从狼的生态特征可以发现，其栖息范围很广，包括山地、森林、丘陵、平原、

荒漠和冻原等地带，从中国东北的冻土带到属于亚热带的两广和云南都有它们的

分布。一般单独或雌雄成对而栖。在北方平原或荒漠地区于冬季集合成群，进行

觅食活动，利用岩窟、小坑、矮树林等为巢，做抚育幼崽之窝，多近水源，如溪

流和池沼附近。视觉和听觉都很好，嗅觉最佳，多在夜间活动，善于奔跑，每小

时 50到 80公里。食物很杂，主要以中小型兽类为主，有野兔、啮齿类中的旱獭

等和小型鹿，有时亦成群攻击大型鹿类。狼在每年 1～2 月间交配，怀孕期 60
余天，每次产仔 5～10只，雌雄共同抚养幼崽，幼崽经 10个月左右可完全长成，

随亲狼出猎，生后 2到 3年达到性成熟。雌狼每年生育，狼的寿命约 12～15年，

体重 30～40公斤9。可见狼在各地广泛分布，往往靠近水源建巢，视觉、听觉和

嗅觉极佳，善于奔跑，以中小型动物为食，能成群攻击大型鹿类，繁殖过程不复

杂，寿命较长等特征，为人类能够驯化它们及发挥它们的特殊作用，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

前苏联研究人员对犬科动物中的狐狸进行过驯化的实验，实验结果发现，从

1960年开始饲养狐狸，到 1962年的第二代狐狸，出现行为变化，对人类的攻击

性反应逐渐消失。到 1964年的第四代，有些幼崽摇尾巴，开始主动接近人类，

允许人抚摸和抱自己。到 1966年的第六代，将它们放出笼子后，最友好的幼崽

会跟在人身后并主动舔人。到 1969年的第九代，出现形态变化，原先出生后不

久耳朵就会竖起来，现在保持下垂长达 3个月。同时毛色发生变化，第一次出现

花斑色皮毛，前额有星状图案。到 1973年的第十三代，驯化后的狐狸见到人尾

巴会向上卷起，到 1975年的第十五代，有些狐狸的尾椎变短，变粗，椎骨数量

减少。短短十五年的时间，野生的狐狸便被人成功地驯化为家养动物。这是一个

作为宠物被驯化的过程。科学家们认为，导致这些变化的是一系列基因，这些基



4

因使动物倾向于驯化。到现在为止，科学家还没有确认易于驯化的特定基因，研

究仍然在进行之中10。由此我们认识到，在人类驯化家犬的过程中，似乎也存在

人类主动进行驯化和狼自身为适应人的生活模式而主动配合驯化的过程。我们设

想在那个以采集和渔猎为生的时期，驯化的动物如果没有什么实用性，比如提供

稳定的肉食或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其作为宠物饲养的行为不太

可能出现普遍性和持续性，就像现在有些人也饲养乌龟、猴子和蛇等宠物一样，

仅仅是作为一种个人玩耍的行为，这种行为在一些人群中出现以后，代代相传的

概率极低，全面推广的实例也基本不见。

由此我们推测，最早出现的家犬可能是狼来到古人的居住地附近，在古人的

生活垃圾中寻找食物，在与人的接触过程中被人捕获幼崽，作为宠物饲养，由于

其与生俱来的生态特征，人与饲养的狼（或者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家犬）在较短的

时间里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最早把狼驯化为家犬之时，当时的人很可能是首

先将其作为宠物来对待的，这毕竟是当时除了人自身之外的第一种与人亲近的动

物，而且其会对人摇尾巴、亲近人和舔人等行为都会增加人对它的好感，希望它

随时在自己身边，这种行为出自古人对于友情的认识，也进一步丰富了古人对于

友情的认识。而后，在作为宠物犬饲养的过程中，古人发现了它们的一些特殊的

功能，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发和利用。比如，可以将其作为猎犬，帮助人类在狩

猎的策略、战术或技术方面发生一些变化。现代民族学调查发现，猎狗是狩猎中

的重要助手，训练有素的猎狗在狩猎过程中，常常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猎人对

训练有素的猎狗是十分珍惜的。如鄂伦春族的猎人训练出一条好猎狗，即使给一

匹好马，他们也不交换。猎狗在狩猎中发挥的作用大致为四个方面，首先是追踪，

猎狗嗅觉灵敏，能从兽类走过所留下的痕迹和气味中，辨识兽类前进的方向，如

捕猎黄鼬时，常由猎狗追踪至黄鼬的洞口，再由猎人将黄鼬猎杀。其次是围缠，

遇到猎物后，它们能迅速向前，将猎物包围住，并与猎物纠缠，使猎物不能逃跑。

如鄂伦春族的猎狗，就敢和东北虎纠缠，它们追逐虎，虎反扑时，狗即躲避，等

虎继续前进时，它们又去追缠，使虎不能脱身，待猎人赶来围猎。其三是追捕，

猎狗能追获一些小型兽类，如野兔就常为猎狗擒获。其四是看守猎物，猎人射中

猎物后，猎狗也能帮猎人寻得猎物，鄂伦春族的猎人射杀一只驼鹿后，在赶到现

场前，猎狗将驼鹿死死咬住，待猎人赶到时再放开11。

自更新世末期开始，随着气候的变化及古人活动的强化，大型野生动物逐渐

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古人生存行为的变化，即所谓的广谱革命12，人类生计方式

逐渐转向开发利用原来没有利用或忽视的动植物资源，中小型野生动物成为狩猎

的主要对象之一。例如在距今 10000年以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水洞沟遗址

中，就发现兎等小型动物占据全部动物总数的 50%以上13。在这样的广谱革命过

程中，上述的猎犬特有的功能可能在狩猎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帮助古人适

应新的环境生存和发展。

古人除了开发家犬作为猎犬的功能之外，也可能将其作为警卫犬。这种将其

作为警卫犬的行为不一定是随着栽培农作物的开始及逐步发展，特别是饲养家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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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出现和强化，狩猎活动逐渐弱化之后，猎犬才开始作为警卫犬继续发挥作

用的，而是在把狼崽作为宠物驯化为家犬之后，同时将其作为猎犬或警卫犬使用

的。因为家犬所具备的独到的视觉、听觉和嗅觉可以帮助古人在遭遇攻击时早做

准备。这方面最早的实例可见江苏省邳县大墩子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出土

的一件陶制房屋模型，其四壁和屋顶都刻有狗的形象，很可能是为了显示家犬能

够保护主人14。考古发掘证实，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地区发现的数十处先

秦时期的车马坑中，都发现出土家犬的现象，不少家犬的颈部系铜铃15。以河南

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为例，狗是车马坑中不可或缺的随葬品。一般以 1车 2马或

4马配 1狗的组合出现，在虢文公虢季的墓（M2001）的陪葬车马坑中，有 6只
狗，1 只在车后，5只在车中，有的狗颈部系铜铃16。刘丁辉认为这些狗可能显

示出当时战争中形成的车马狗组合。他还引用文献，春秋时期有诸侯国曾设“犬

营”，名曰“狗附”。《国语·晋语》记载：“候遮、捍卫不行。”韦昭注：“昼则候

遮，夜则捍卫。捍卫谓罗闉，狗附也。……又二十人，为曹辈，去垒三百步，畜

犬其中，或视前后，或视左右，谓之狗附。皆昏而设，明而罢；候遮二十人，居

狗附处，以视听候望。” 由此肯定狗在当时的军营警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

在河南省南阳市邓县长冢店遗址出土的“牵獒门吏”画像石中，门吏两只手抓住

家犬脖子上的颈环，家犬竖耳蹲坐于地，瞋目张嘴注视前方18，显示出当时家犬

在看家护院中的作用。可见其作为警卫犬的作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在

延续。现今中国农村饲养的家犬往往兼具宠物和警卫犬的双重作用。我们认为，

家犬作为宠物犬、猎犬和警卫犬的功能是可以重叠的，当时人对于自己饲养的家

犬的感情是一样的，不管是作为宠物、猎犬还是警卫犬。

在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距今 9000～7500年）中

就发现在墓葬区和居住区分别埋葬 10只家犬的现象19，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末

期（距今 7500～4000年），在位于河南南部、山东、安徽和江苏等中国东部及偏

东部地区的不少遗址中都存在埋葬家犬或随葬家犬的现象。至商周时期，在商人

或商文化区域，这种现象表现的更为典型20。李志鹏认为在商代晚期可能存在专

门为了丧葬活动饲养家犬的专业户21。我们认为，在随葬和祭祀活动中利用家犬

是一种特殊的需要。随葬和祭祀都是一种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发生关系的行

为，或为了帮助其去往阴间世界，或为了向他们叙述自己的祝愿或禀告事情，而

此时此刻，如果不是借助于自己长期饲养的动物或自己长期饲养的动物生产的后

代，自己的想法能否顺利地实现可能会成为问题，因为这里存在一个能否顺利地

交流的障碍，长期饲养的动物及长期饲养的动物生产的后代可以理解饲养者的内

心世界。这也正是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和先秦时期发现的用于随葬和祭祀的动物都

跟六畜相关的原因。相反，野生动物与人发生关系是一种极其偶然的行为，人与

这类动物互相是陌生的，人不会托付一个被自己强行捕获的陌生的物种去传达自

己的心声。考古发掘证实，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野生动物作为随葬和祭祀的用品

出现的概率极低22，我们推测，那种作为随葬和祭祀用品的野生动物有可能还是

当时人在特定时间里尝试着作为家养动物饲养的物种，只是后来没有成功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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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而已。

另外依据文献记载，在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一些特定的区域存在食狗的风

气。如战国初期侠客聂政躲避仇敌来到齐国，“客游以为狗屠”。战国末年的刺客

游历至燕国，“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汉代的樊哙“以屠狗为事”等。可

见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也存在专门饲养家犬供宰杀食肉之用，但是我们在考古

发掘的遗址中尚未发现与此相关的家犬遗存。

三、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定居生活的开始，农耕方式的推进，国家和城市的出现，古

人饲养家犬的动机大致经历了由作为宠物开始，到作为猎犬及战争和看家护院时

的警卫犬，再演变为作为看家护院的警卫犬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家犬一直具

备宠物的特征。而作为祭祀和随葬活动中的家犬大多是特定时期和局部地区的典

型现象。除祭祀和随葬的家犬之外，其它家犬最后往往是被作为肉食对象的，在

遗址中出土的破碎的骨骼证明其是被食用的，但是因为其数量少，也表明其作为

肉食的价值基本上没有受到古人的重视，古人仅在特定的时期和局部地区才有意

识地去繁殖家犬，将其作为一种比较重要的肉食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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